
如何诠释边疆
———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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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如何诠释边疆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学界关注已久的问题。文章在对匈奴和西汉于西域分别设置管

理机构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时间、职责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

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体现着不同的话语体系; 同时结合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的研究情

况，提出传统“自古以来”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

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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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传统话语

体系是以历代王朝为基点建立的。尽管随着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讨论，边

疆政权和民族在其中的地位得到了关注，“民族国

家”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历

代王朝话语体系的影响并存在着一些不能圆说的

做法，这一点在如何认定边疆地区纳入多民族国

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的标准上即有突出体现。本

文以西域出现的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为例，阐述

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正于学界。
一、有关僮仆都尉的记载

僮仆都尉是匈奴在西域设置的管理机构，但

史书中有关僮仆都尉的记载较少，主要有三条:

( 1) 《汉书·西域传上》载: “西域诸国大率土

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

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

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中华书

局本《汉书》在其下引唐人颜师古的三个注曰:“言

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 “服属于匈

奴，为其所役使也”;“给，足也”［1］( P． 3872)。
( 2) 《资治通鉴》卷 20 元鼎二年( 前 115 年) :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

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

则限以葱岭……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

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

赋税诸国，取富给焉。［2］( P． 657 － 658)

( 3) 《资治通鉴》卷 26 神爵二年( 前 60 年) :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

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匈

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3］( P． 859)

由上述记载看，僮仆都尉是匈奴设置的管理

西域的机构是明确的，只是这些记载过于简略，不

仅未记载僮仆都尉如何实施对西域的具体管理、
僮仆都尉官职的任用等情况，而且也没有记载匈

奴设置僮仆都尉的具体时间。从现有的研究情况

看，国内学者对僮仆都尉的关注也很少，笔者只查

到了林幹、王子今、刘锡淦先生对其进行探讨的专

文。刘锡淦《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

疑》中对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做了如下表述: “僮

仆都尉何时所建，史书无载，徐松考证置于太始

时，查太始有四年，在哪一年，徐松没有进一步说



明。”［4］进而通过考证匈奴左大将之子先贤掸受封

为日逐王的时间为太始三年( 前 94 年) ，由此认为

“日逐王先贤掸离左贤王领地，到达西边，在西域

确定建立僮仆都尉需要一定时间，僮仆都尉设于

太始四年，或三至四年间，是可以确认的”［4］。林

幹先生则是将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认定为征和元

年( 前 92 年) ［5］( P． 35)。王子今先生先后发表两文

对僮仆都尉进行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其来源和僮

仆都尉对西域的管理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对于

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并没有做出进一步明晰，只

是针对林幹先生的观点发表了如下意见:“这样的

意见，或许还可以讨论。”［6］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从史书的记载看，有些问题确实有必要做进一步

讨论。
尽管《汉书·匈奴传》在最初记载匈奴官职时

并没有在其中列举日逐王，但匈奴日逐王之称呼

是否是先贤掸被封才开始有也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因为按照《后汉书·匈奴列传》的记载，在匈

奴的官职系列中设置有“左右日逐王”。也就是

说，虽然僮仆都尉是随着日逐王先贤掸的降汉才

撤销的，但《汉书·匈奴传上》有“狐鹿姑单于立，

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

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

自以其子为左贤王”［7］( P． 3778) 的记载并不能说明

“日逐王”始于先贤掸，即设置僮仆都尉的日逐王

是否是先贤掸是有疑问的。
从史书的记载看，匈奴对西域的统一是在冒

顿单于时期。史书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依

据《汉书》所载冒顿单于和西汉文帝来往的文书，

匈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实施了对西域的征服。
《汉书·匈奴传上》载: “( 文帝) 其明年，单于遗汉

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

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

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

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

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

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

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

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

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

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7］( P． 3756 － 3757)

林幹先生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定为汉文帝六年 /匈

奴冒顿单于三十六年( 公元前 174 年) ［5］( P． 10 － 11) ，

但按照《史记·文帝纪》的记载: 文帝三年( 前 177
年) 五月，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河南地，汉文帝派

遣灌婴领 8 万车骑迎击，结果是右贤王“走出塞”。
如果这一记载准确，那么接下来的“其明年”，应该

为汉文帝四年( 前 176 年) 。也就是说，匈奴冒顿

单于派遣右贤王对西域的征服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176 年，由此也奠定了匈奴对西域的全面统治。而

如果认为僮仆都尉是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太始年

间或征和元年( 前 92 年) 设置，由此带来的问题

是，之前匈奴既然已经实现了对西域的统一，那么

对西域的管理是如何进行的? 抑或是近百年之后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设置僮仆都尉后匈奴才开始对

西域实施有效管辖? 故认为僮仆都尉为先贤掸所

设置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说通，该机构的设置和匈

奴对西域的统一应该是同步的。
上述所载“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

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是对僮仆都尉设

置地点及具体职责的高度概括。王子今先生在

《匈奴“僮仆都尉”考》中对“僮仆都尉”的词义做

过系统阐述，认为“‘僮仆都尉’称谓则与其他‘官

号’明显不同，突出显示了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

迹”［6］。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应该说“僮仆都尉”
之“僮仆”“都尉”都是汉语词汇，以往学者多从

“僮仆”为“奴隶”之意出发来解释其具体职责，认

为“匈奴单于国在西域设置的官员，‘僮仆’即指奴

隶，僮仆都尉的职责是统管西域各国，从官名可

知，匈奴将西域各国居民视为奴隶”［8］( P． 41) ，但是

这种认识似乎需要补充修订。首先要明确的是，

“僮仆都尉”虽然是一个匈奴官称，但其和“撑犁孤

涂单于”等汉字注音的匈奴词汇不同，“僮仆”和

“都尉”都是汉语词汇，因此“僮仆都尉”的性质有

两种可能: 一是其可能并非是匈奴原有的官职称

呼，是汉语的意译词汇; 二是该名称如果是匈奴原

有的官称，则可能是匈奴人设置了一个由汉语词

汇构成的官职，其背后所体现的即如王子今先生

所言“显示了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迹”［6］。鉴于文

帝和冒顿单于时期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政治文化交

流存在“争长”的情况，冒顿单于将对西域的统一

作为向西汉文帝炫耀的重大事件，似乎匈奴不太

可能用来自于汉语的词汇命名其官职。因此，“僮

仆都尉”的匈奴语原称是什么我们可能已经无法

知道。至于从“奴隶”出发来理解“僮仆都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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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含义，笔者认为其反映的是汉人的认识，视之

为“属民”或“属国”似乎更为准确。“都尉”“使

领”“常居”“赋税诸国”等也都是汉语词汇，是汉

人对“僮仆都尉”职责的解释，即领兵镇抚西域诸

国，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黎三国之间，似乎并

没有固定的府衙，但收取赋税，以示匈奴和西域诸

国之间存在政治隶属关系。
从史书的记载看，“僮仆都尉”为匈奴日逐王

辖下的官员，而神爵二年( 前 60 年) 日逐王降汉之

后，其使命自然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匈奴对西域

全面管理的结束，西汉逐步实施对西域全面管理

的开始。尽管“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分属匈

奴和西汉两个不同的政权，但从对西域管理的角

度来看，认为二者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应该是符

合逻辑的，不同的是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
二、有关西域都护的记载

有关西域都护或西域都护府的记载相对较

多，涉及到西域都护设置时间、职责及历任都护的

主要有以下诸条。
( 1) 《汉书·百官公卿上》:“西域都护，加官，

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

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
千人各二人。”［9］( P． 738)

( 2) 《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 “西域都护，

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

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

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 都护)

〔校尉〕领之。”［10］( P． 155)

( 3) 《汉书·郑吉传》:“神爵中……汉封日逐

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

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

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

国，诛伐怀集之。”［11］( P． 3005 － 3006)

( 4) 《汉书·西域传》: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

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

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

置也。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

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

以闻。可安辑，安辑之; 可击，击之。”［1］( P． 3873 － 3874)

( 5)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赞曰: 自元

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

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

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

重显，其余无称焉。陈汤傥荡，不自收敛，卒用困

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12］( P． 3032)

( 6) 汉简:“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

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宣建都 /乃
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

士五十人送至将车◆发。”［13］( P． 192)

当然，史书和汉简对历任西域都护事迹的记

述还有很多，只是与本文讨论主题关系不大，所以

不再一一罗列。综合分析上述记载，我们不难发

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有关西域都护和僮仆都尉的记述在方

式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作为主管西域的最高长

官，西域都护的职责是“使护”，僮仆都尉的职责则

是“使领”。“使护”和“使领”是有差别的，反映着

西汉和匈奴对西域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具体言

之，西汉王朝不收取赋税，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
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 可

击，击之”，重点在于“督察”和“镇抚”; 匈奴对西

域则是侧重行政管理，僮仆都尉虽然也领有军队，

但主要职责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重点在于管

理方面的收取赋税。或许是“使护”和“使领”职

责实施需要的不同，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因为该

地“与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

护治焉”; 而僮仆都尉则是“常居焉耆、危须、尉黎

间”，便于“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与此同时，这种

叙述方式的相似性为“僮仆都尉”是汉人意译官称

的认识提供了又一个佐证。
其二，关于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存在较大差

异。从文献记载来看，对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记

述主要有地节二年( 前 68 年) 、神爵二年( 前 60
年) 和神爵三年( 前 59 年) 三种说法，而汉简资料

则显示“都护”一词出现在元康四年( 前 62 年) 。
针对这些不同记载，尽管各类史书多采用神爵二

年的说法，但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其中刘锡

淦、李大龙、刘国防、李炳泉等均有专文讨论，而最

新的专文则是张瑛的《汉代西域都护设置及其职

责相关问题考辨》。这些专论在上述三种不同认

识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神爵二年设置、三年立府施

政的第四种说法，值得关注。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地节二年。刘锡淦先生

认为:“西域都护之设，不在神爵三年，而是地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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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那么，神爵三年之说，从何而来，此乃设官与

正式任命两事混淆所致”; “地节二年，破车师，汉

设西域都护，升郑吉为卫司马，令代行都护之权，

所以《公卿表》在西域都护之后，特写‘加官’二

字，其所以如此，就因当时郑吉的级别尚低，待封

安远侯后，才正式任命为都护。都护之设在地节，

正式任命在神爵，均以郑吉始”［4］。刘国防在列举

了史书和汉简的记载后大体赞同此说法，“我们认

为建号于地节二年( 公元前 68 年) 的说法是可信

的。除上引居延汉简可以为证外，《汉书》之《百官

公卿 表》和《傅 常 郑 甘 陈 段 传》也 有 相 似 之 记

载”［14］，他认为使者校尉是西域都护的前身。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神爵三年。笔者通过考

证，认为“使者校尉”实际上是“使者”和“校尉”两

个职务，并非一个官称，进而认为“《汉书》有关西

域都护始置时间的不同记载虽然互有矛盾，但也

有相同之处，即都与郑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

间不同是对郑吉的职务记载不同所致，因而要想

探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区分上述记载的正误，

关键是要弄清楚郑吉的职务变化及其年代”［15］。
从史书的记载看，郑吉的职务变化是郎→侍郎→
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西域都护，“而

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改称西域都护是在神爵三年，

即公元前 59 年”［15］。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神爵二年。张瑛通过分

析史书、汉简及之前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神爵

二年说和神爵三年说其实并无绝对矛盾，只是在

时间节点的选择上略有不同”;“神爵二年，随着匈

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

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

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

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在西域的其他机构，

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

合理性”［16］。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李炳泉在《关于汉代西域

都护的两个问题》中对汉简中的“都护”一词进行

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弥合神爵二年和神爵

三年两种说法的矛盾。他认为汉简中的“都护”并

非指“西域都护”，“将西域都护的设立时间确定为

宣帝地节二年是不能成立的”，“西域都护设官于

宣帝神爵二年，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

期为加官，属虚名，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

制下的实名官职”［17］。

尽管学者对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依然存在不

同的认定且有想将西域都护始置时间提前到地节

二年的倾向，但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设置的

僮仆都尉被撤销，西汉的西域都护取而代之却得

到了学者的普遍赞同，似乎没有被质疑过; 而对于

西域管理来说，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也构成了实

际上前后相继的关系。如此，如何认识僮仆都尉

和西域都护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诠释西域纳入多

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

域都护就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值得特

别指出的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在于僮仆都尉

的设置时间要远远早于西域都护数十年，而是事

关我们如何认识中国疆域史以及如何评价边疆政

权在其中作用的大问题。
三、如何定位僮仆都尉与西域都护

如何认识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的关系，实际

上早就有人给予过关注，遗憾的是从族群的视角

提出的。刘锡淦在前引文中曾经提及: 有学者认

为西域都护的前身“不是使者校尉，而是僮仆都

尉，理由是匈奴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他所

建立的僮仆都尉是‘领西域’，‘领’也就是管理或

治理的意思，西域都护的职权则与此同，后者接替

了前者，作为中华民族说来，僮仆都尉应该是西域

都护的前身”［4］。但此认识为刘锡淦所反对，理由

是:“第一，二者职权虽同，但二者所推行的政令不

一; 第二，西域都护的建立，不是因日逐王降汉才

设，而是在这之前即有此职; 第三，前后之间毫无

继承性。因此，把僮仆都尉作为西域都护的前身

是不适宜的，从而也是不可取的。”［4］将僮仆都尉

视为西域都护的前身自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西域

都护的前身是使者或“使者校尉”。但笔者则认为

在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过

程中完全忽视僮仆都尉的重要作用，或者完全割

断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之间前后相继的关系的做

法似乎过于简单了，更是严重“不可取”的做法。
或许是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在诠释西域纳

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时，国内的论著

无一例外地将西汉设置西域都护作为标志而非僮

仆都尉。
《新疆简史》是较早系统诠释新疆历史的专门

性著作，其选择的标志即是西域都护的设置: 神爵

二年( 公元前 60 年) ，郑吉为西域都护，“至此西域

这块地方，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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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区，就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这不仅是新疆

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上述历

史表明，这也是我国整个历史和新疆地方历史发

展的一个必然结果”［18］( P． 37)。
《中国新疆: 历史与现状》是新世纪撰写的有

关新疆历史的著作，其对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过程

的诠释是:“公元前 60 年( 神爵二年) ，匈奴日逐王

降汉，匈奴势力最终退出西域，汉朝取代匈奴，统

一了西域。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

体系。”［19］( P． 13)

上述论著基本反映了国内学界的一般认识，

基本属于以历代王朝或中央王朝为基点出发而构

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其背后或多或少还有“汉族中

心论”的影子。但是面对西域历史发展的实际情

况，脱离开历代王朝叙述视角，如果认为匈奴也是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政权，其历史属于中国历史，那

么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于西域纳入多民族

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的重要作用就存在一个是

否应该重新定位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否将匈

奴政权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

视为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轨道开始的标

志? 理由是，既然匈奴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匈奴对草原地区的“一统”为其后的鲜

卑、突厥、蒙古等族所继承和发扬，为草原地区最

终融入中国历史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奠定

了牢固基础。从逻辑推理言，既然匈奴历史是中

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匈奴疆域自然也是“历史上中

国”疆域的组成部分，那么其所设置的僮仆都尉也

就完全可以视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开

端的标志。换言之，虽然我们不能将匈奴设置的

僮仆都尉看作是西汉西域都护的前身，但可以视

其为中华大地上的古代王朝( 还是游牧王朝) 对西

域实施有效管辖的开端。更重要的是，类似如何

定位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的情况实际上并非个

案，我们在构建西藏历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同样

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历

史，我国学界也经历了几度变化，目前大致存在两

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二

是“西藏自元代以来纳入中国版图”。罗广武《为

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

视为前一种观点的代表，该文以谭其骧先生对中

国疆域的界定为基础，从地理、考古、民族学等诸

多方面论证，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两句话: 西藏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元朝又成为了中

国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地区。这两句话是

科学的、完整的、含义明确的、不会引起误解的，也

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20］。这种观点应该是我

国学界的传统认识。张江华《西藏何时归入中国

版图》则代表着后一种认识。该文认为“唐朝与吐

蕃实质上是并列关系”，“到元代，西藏与中原王朝

不再是并列关系”，“从元朝统一西藏的过程看，以

军事先导为起点，崇佛为手段，恩威并施，笼络上

层，建制委官，使中央对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权。从

此西藏完全归入中国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21］。应该说，这两种认识对元朝管

辖西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由于受到“中国中央

政权”观念和“主权”理论的影响，得出两种不同的

结论，而差异形成的关键点则是对唐朝和吐蕃关

系的认定问题。在后一种观点看来，唐朝和吐蕃

是并列关系，唐朝是实现了中国“大一统”的王朝，

可以视为“中国”，但其并没有对西藏地区实施有

效管辖且吐蕃也并未被视为“中国”; 而元朝既是

被视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同时又实现了对西

藏的有效管辖，故而认为在元代“西藏完全归入中

国版图”。暂且不说这种逻辑推理所涉及的“主

权”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给欧洲乃至

当今世界的概念，用其审视古代传统王朝的疆域

构成是否适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就是

这种推理也完全忽略了吐蕃及其之前西藏地方诸

多政权和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构建中的作

用，犯了和认定西域纳入中国版图相同的错误: 吐

蕃和设置僮仆都尉的匈奴一样，因为不被认为是

“中国”的“中央政权”，故其对西藏和西域的有效

统治自然不能称之为“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但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吐蕃而言，唐朝统治者可以

视自己为“中国”，而相对于实现更“大一统”的

元、清、民国乃至于今天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而言，

唐朝和吐蕃则都属于“中国”，不仅其疆域可以被

视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其设置机构实施有效管

辖的区域也应该一视同仁，因为我们诠释的是多

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汉朝或唐朝疆

域及其历史。
在历代王朝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实现局

部“统一”的匈奴、吐蕃、突厥、回鹘、南诏、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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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等因为政治中心没有进入过中原地区，都难

以进入到王朝主体系列; 而进入中原地区和其他

中原王朝争夺“中国正统”的政权被分为两类，一

类为实现了局部“一统”乃至“大一统”的王朝，如

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

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

朝是被纳入到历代王朝系列之中的，可以被视为

“中国”; 一类则是在“正统”争夺中败北的，如东

晋以来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

建立的汉、赵、秦及诸燕等政权，因为没有获得“正

统”的确认，其地位也没有被列入“历代王朝”序列

的可能，因此不仅不能以“中国”称呼之，而且还被

称之为“五胡乱华”。也就是说，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大讨论基本达成了历

代王朝疆域不能等同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一

般认识［22］( P． 37 － 46) ，但历代王朝尤其是实现“一统”
的王朝往往被视为“中国中央王朝”的认识还是制

约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诠释，边疆地区尤其是边

疆地区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

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西

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而非匈奴设置僮仆都尉，

元朝对西藏实施有效统治而非吐蕃实现了对西藏

地区的“一统”分别被视为西域、西藏“纳入中国版

图”的开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结语

由此来看，是以西域都护还是以僮仆都尉的

设置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开端体现着学界不

同的视角; 而西藏是“自古以来”还是从“元代开

始”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也体现着史观的不同。
其背后的支撑理论则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

是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一是出现在近代并

构成国家法基础的“主权国家”话语体系。
“主权”理论形成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的签订，而中国符合主权国家理论的第一个

条约则是康熙二十八年( 1689) 清朝与俄罗斯签订

的《尼布楚条约》，不加区分地完全用“主权”的原

则审视中华大地古代王朝的疆域自然是存在缺陷

的。而历代王朝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对我国学界影

响至深，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号称“二十五史”的“中

国正史”系列作为支撑，其所涉及的历代王朝被视

为“中国正统”。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统”是中

华大地诸多政权尤其是进入中原地区的政权打击

异己势力的有力武器，由此也形成了中华大地在

时间上具有先后相继关系的历代王朝体系，这一

体系尽 管 屡 屡 强 调“华 夷 之 别”却 并 没 有 将 非

“华”族群建立的政权排斥在外。只是以历代王朝

为基点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国家”理论的

影响下往往被扣上“大汉族主义”或“中原中心”
的帽子。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该话语体系不仅面

临着来自“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对中国历史

的肆意解读，而且也面临着美国“新清史”学派的

挑战，更面临着诸多邻国为构建自己国家的历史

话语而对我国边疆历史的肆意解读。在这种情况

下，抛开所谓“中国中央王朝”叙述体系，重新建构

客观阐述边疆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

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话语体系则显得尤为重要和日

益迫切了。
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

群共同缔造的，这是当今我国学界的共识。既然

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

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

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所应该涵盖的

内容，这些政权所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辖地区的

历史也应该包括在内。唐人李大亮曾经用“本根”
和“枝叶”来形容唐人心目中的“天下”: “中国百

姓，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

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23］( P． 2388) 此说法也

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认同。但是，当今学者多

从民族国家视角认识并将其归入“歧视”或“中原

中心论”之列，从“天下”的角度看，无论是“本根”
还是“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尽管存在差

别，但二者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了“天下”。“天

下”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族群或政权用以形容“大一

统”王朝疆域理想的词汇，但理想中“大一统”的

“天下”演变为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则

是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在清朝最终实现的。康熙

二十八年( 1689 年) 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

约》是其开始实现的重要标志，此后清朝便以近现

代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①既

然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是构成“天下”的“中国

百姓( 华夏) ”和“四夷”共同缔造的，那么从逻辑

上讲不仅历代王朝是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

“自古”，“四夷”的区域也应该给予相同的认定，

即“四夷”活动的边疆地区也应该是多民族国家中

国疆域“自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诠释多民族

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刻意夸耀其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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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和强大，因为其间也存在有些政权和族群脱离

的情况。至于有些政权和族群互动的区域在多民

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脱离了轨道，对其

过程予以客观诠释无疑也是历史研究应有的且更

为客观的做法，也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

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

法。

注释:
①相关讨论可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 多民族国家

疆域理论解构》，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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